
《南邦黎献集》与鄂尔泰对江南文教格局的构建
*

侯 冬

内容提要 《南邦黎献集》是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所编的选本，所录作品多为其课士之
作。鄂尔泰通过对这一选本的编纂，将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文教秩序的构建与社会风气的塑
造之中。他通过编选 《南邦黎献集》，进行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的具体实践，树立官方对
“江南”的教化权威; 又对儒家礼仪的规范和“教育场域”加以改造，进而利用塑造 “盛世”
“圣君”的手段，贯彻清初帝王融合 “治统”与 “道统”的意图。通过对 《南邦黎献集》编
选过程的立体透视，可见官方意志对基层文教格局的构建和塑造。
关键词 鄂尔泰 《南邦黎献集》 江南 文教秩序 大一统

鄂尔泰为清前中期名臣，其受知于雍正，身后被乾隆赞为“国家之柱石，文武之仪型”①。雍正元
年 ( 1723) ，鄂尔泰超擢为江苏布政使，到任后崇文重教、奖励名节，以复兴古学为己任，注重为国
育才，较好地贯彻了雍正的施政理念，所谓“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靡一不为。利必兴，害必除，百
务必举，诸废俱修。自古藩司，未之前闻也”( 《鄂尔泰年谱》，第 9 页) 。故而雍正称赞他 “自到江
苏，声名甚好，毫不负朕恩，是天下第一布政”②，他在任上所编选的 《南邦黎献集》，恰是其整顿江
南文教秩序的焦点所在。
《南邦黎献集》选录诗赋、古文诸体共 647 篇，分体编为十六卷。入选之人中，既有名士沈德潜、
陈祖范，也有陈璋、宋照、杨绳武等乡居进士，亦有顾腾蛟、程世英、徐永宣等以诗名世者，还有许
明仑等杰出士子，不一而足，可谓“甄拔之士，一时翘楚”③。《南邦黎献集》共收赋 36 篇、颂 11 篇、
诏 6 篇、诰 5 篇、箴 6 篇、铭 7 篇、序 12 篇、记 19 篇、论 2 篇、策 3 篇、传 5 篇、赞 17 篇、议 5 篇、
文 3 篇、状 4 篇、书 6 篇、启 3 篇、笺 3 篇、考 3 篇、辩 2 篇、驳 1 篇、说 3 篇、跋 2 篇、碑 3 篇、拟
七 14 篇、拟骚 15 篇、拟连珠 155 首、乐府 69 章、纪恩诗 8 首、纪事诗 63 首、纪行诗 16 首、咏怀诗
42 首、咏物诗 26 首、拟古诗 35 首、怀古诗 37 首。该书取《尚书》“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④ 之意命
名，以证明在雍正的统治下，“圣朝文教之隆，南国人才之盛，于斯极矣”⑤。鄂尔泰又谓 “今观于南
邦，而万邦可知矣”( 《南邦黎献集》“自序”) ，可见他将此集作为黼黻太平的典范。鄂尔泰于雍正元
年升任江苏布政使后，即开始考课士子、着手选文，并于雍正三年 ( 1725) 刊行 《南邦黎献集》。鄂
尔泰通过对此选本的编纂，将文化、社会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对 “江南”文教
格局进行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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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质抑文: 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

《南邦黎献集》的编选寄寓了鄂尔泰厘正文体的指导思想。正文体是中国古代重建思想秩序的重
要手段，正如张德建所指出的，厘正文体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崇正学、黜异端、正风格①。但
其基础是要求士子腹笥充实、关心时务、具有卓见，这就需要士子研读经史、博学于文。对鄂尔泰
而言，厘正文体的措施一则倡导古学，引导士子识古通今; 一则引领实学，将经世致用的主旨贯穿

其中。
首先，鄂尔泰到江苏后，“以江南为才人渊薮，同观风所拔士子，时文优通，实学尚少。乃延访真

才，试以时文之外，其于古学诸体各命一题，务完全卷”( 《鄂尔泰年谱》，第 12 页) 。显然，这一做
法是鄂尔泰锐意革新士风、厘正文体的强烈信号，正如时人袁栋所记，“从前督抚藩臬观风，两艺外例
有诗、赋二题，若不经意也。鄂时观风，四书三题外，诗、文、赋、颂、序、论、箴、铭共十余
题”②。清代自顺治开科以来，一再强调考试中要厘正文体，而制义之作旨在代圣贤立言，因此 “厘正
文体，首重八股”③，这自然与科举考试只重首场有关。在此情形之下，极易形成士子钻研中选之文，
模拟仿诵、束书不观的状况。雍正时沈进思上疏说: “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
物，久置度外。”④ 鄂尔泰敏锐地感觉到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士子试以古文辞，引导他们 “重朴学，戒空
疏”⑤。他在选编《南邦黎献集》时，即暗含古文与时文相通之意，将对文统与道统的坚持贯穿其中，
实际上已经在实践“清真雅正”的正体原则。而“古文与时文的关联，实际上是文统向世俗功名的妥
协”⑥，亦即官方将文统纳入到治统麾下。《南邦黎献集》几乎对所有古文体裁都有所涉及，对科考二、
三场之策问诸体尤为重视，其目的还是着眼于扭转浮薄的文风和士风，因为 “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
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也”⑦。俞正燮曾撰 《科举之学不坏人才论》，揭示出雍正朝特重二、三
场，以防止考生拘泥于经义空论: “( 雍正) 十一年，上谕以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
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⑧

鄂尔泰在雍正初年即已察觉并开始纠偏，可见其远见卓识。
其次，《南邦黎献集》在文体的罗列和编次上，可说因材立类，而别裁之意寓焉。《南邦黎献集》

共选诗文 647 篇，其中共收赋 36 篇，约占 6% ; 其他诏、诰、记、论等 196 篇，约占 30% ; 诗歌 415
篇，约占 64%。其选文仿《文选》以“诗赋”为主，但选文的排序以赋为首，而将诗置于最末，这样
的排序透露了鄂尔泰 “以质抑文”的意图。虽然 “诗赋欲丽”的论断广为人知，但由于萧统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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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 《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①。如此一来，
《南邦黎献集》以赋为首，自然也是秉承了崇儒重教的编选宗旨。鄂尔泰将诗置于最末，其中的价值
判断不言自明。但从入选数量上来看，诗歌所占篇幅超过一半，显见鄂尔泰对于诗歌创作并非不重视，
只是通过排序反映了他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对于诗歌的定位。他同样期望通过对诗歌典范的确立，形
成一种导向，从而将诗歌创作也导入正轨。《南邦黎献集》中姜兆锡和伍起所作的 《春风亭雅集记》，
可谓借士子之口，道出了鄂尔泰借助此选本所收录之诗歌与江南文人在 “诗学场域”竞争的意识。姜
兆锡在《春风亭雅集记》中即将“西园雅集”与鄂尔泰 “春风亭雅集”对立而言，指出 “西园雅集”
之“把酒赋诗”“捉麈挥毫”“弹奕 ( 弈) 品茶”皆是 “讹雅”，而鄂尔泰之 “讲论经史、点涂雅南”
才是“正雅”②。伍起也指出: “文，末也; 行，本也。”鄂尔泰之以诗课士，“非徒使之竞长角技于文
艺之圃，抑将由文辞窥其性情心术，如子舆氏所为听言观眸子者，从而裁抑诱进之，俾克敛华就实

也”③，这可以看作鄂尔泰“以质抑文”理念的具体阐述。
最后，鄂尔泰在《南邦黎献集》中的评语也体现了他的古文观念。如果说遴选与排序是一种隐性

的批评方式，那么评点则是他厘正文体的又一直接手段，正如清人魏世杰所云: “古人文集不加批点，
然有一经批点，则文之精神要领逼出纸上，或如颊上三毛，象外传神。”④ 通过评点，编者可将自己的
意志传递给他人。《南邦黎献集》中鄂尔泰的评语共一百九十八则，其评点重视用语、话题等具体着
眼处，除命题外，既有立意、风格方面的规范，如其评语中多有“典重”“雅饬”“有典有则”“有体
有要”“议论正大”等语; 也有章法、结构方面的指导，对修辞技巧的阐述，甚或对一字一句的评判，
如评施宾《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气象昌明，词采醇正”，评盛元光 《拟赐安南国王诏》“勉其导扬
雅化，深得大体”等，都隐含着“导扬雅化”的前提。由以上论述可见，《南邦黎献集》的编选与评
点已经进入到“清真雅正”这一正体原则确立的“过程”中⑤。
另一方面，《南邦黎献集》的编纂也是鄂尔泰借以整饬 “江南”士风的具体措施。清初帝王早已

认识到士习、文风相为表里，因此“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⑥，例如雍正在《圣谕广训》中强
调“士品果端，而后发为文章非空虚之论，见之施为非浮薄之行”⑦。由此观之，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
本是一体两面，所以《南邦黎献集》的编选在厘正文体之外，还借正士风来形塑社会风气。《南邦黎
献集》“以质抑文”的指归，在整饬士风方面的意涵更加丰富。
首先，由文而趋质所关涉的层面可以上升到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知识精英的博弈。清初帝王时刻感

受着来自“江南”的压力，这种压力更多是源于汉族知识精英的文化优越感，江南人文渊薮的地位
“是江南文人拥有文明话语权的符号，也是自称 ‘文’气要远高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空间象征”⑧。作为
少数民族统治者，雍正甫一即位，遇到的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对这一财赋重地与人文渊薮进行治理，从

而使以江南士人为代表的汉族文人能够真正从心理上臣服，这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内心始终
怀有的紧张心理。杨念群曾指出“清初帝王对‘江南’往往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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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的心态”①，因为在清代统治者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事物均与 “江南”密切相关。对雍正而言，
“江南”文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负与优越感，适可以用文化同一性的话语体系来消解。而他的手段便是
争夺儒家的“教化”权，将“江南”士人所持有的文化权威收归己有，通过对文教政策的塑造，将大
一统的设计渗透到文化层面。正如雍正二年 ( 1724) 他在鄂尔泰的奏折中所批示的: “尔等地方大吏
正己率属，徐徐化导，使百姓明识其非，乐从务本，知其利害，方可长久遵行，风移俗化也。……就
风俗而理之，从容布置，委曲开导，方可有成。”② 在雍正的设计中，化民成俗是其文教政策的最终目
标，是要将汉族精英文化规范到清代思想文化 “大一统”的轨道上来。
其次，对崇俭抑奢、由文返质的提倡，是削弱江南文化权威的一种策略。雍正对于江南文词甲于

天下而风俗浇离弊坏的状况深恶痛绝，认为必须加以整饬。在他看来，“士子者，百姓所观瞻，士习不
端，民风何由得厚? 是以考课士子，设立举优黜劣之典，以为移风易俗之道，所关亦綦重矣”③。帝王
所定的基调很快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鄂尔泰在奏折中指出: “江苏地方，外似繁华，中实凋
敝。加以风俗奢靡，人情浮薄，纵遇丰年，亦难为继。”(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 册，第
145 页) 这样的舆论自然是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概括，但也不乏政治心术，即以 “质”抗 “文”。雍正
即认为应当对满族“质”的一面保持自信，他指出满人“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
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耶”，“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所宜敦勉”( 《〈清实录〉
科举史料汇编》，第 154 页) 。而对于江南世俗生活的奢靡风气，清初帝王皆充满警惕、严加防范，认
为平衡“文”“质”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南邦黎献集》的价值导向也就更加凸显了。如
前所论，鄂尔泰编选此集，首要关注的是对“江南”文士的收编，是对帝国最难治理地域的化导，他
在《南邦黎献集序》中透露: “南邦者，南方文献之邦也。昔者子游返吴，夫子有 ‘吾道南矣’之叹，
而南邦之文学至今罕匹俦焉。盖言氏之教入人者深，其来有自矣。但其地以元明积习相仍，赋税繁重，
又加以频年荒歉，日就凋敝。士亦谋生不给，其稍有才华者，多糊口四方。而其屈首牗下者，非迫于
饥寒，即苦于追呼，士气渐以不振。”( 《南邦黎献集》“自序”) 由这段议论可以看出，鄂尔泰所理解
的“南邦”是“南方文献之邦”，试图以文化意义将整个 “江南”涵括进来。他承认 “江南”文化曾
经的辉煌，但又明确指出，元明以来此地经济“日就凋敝”，“士亦谋生不给”，“士气渐以不振”。显
然，这样的描述不尽符合实际，但其目的是通过官方选本给江南士子以强烈的心理暗示，指出江南士

林之衰敝乃是由于晚明以来过分追求 “文”的一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清朝君主的贤明，证明清朝
统治者“质”的本色恰是救世之良药，进而将泽化南邦的“教化”权威赋予清朝天子。而雍正皇帝开
恩科、广士额，追封孔子先祖，增祀历代名儒等行为，正是掌握了文化正统的体现。

二 崇儒重道: 攫取江南教化权威

雍正皇帝在其执政后期曾评价鄂尔泰 “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
以此感召天和”④，足见鄂尔泰的行政作为实能契合雍正的心意，尤其是在“教化”方面，得到了帝王
的称许。实际上，雍正与鄂尔泰在面对“江南”时，都迫切想要树立权威，试图消解来自于汉族知识
精英的文化压力，将教化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进而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清初帝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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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统”与 “道统”为一，彻底打破了士人与帝王 “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使士人沦为皇权的附
庸①。《南邦黎献集》的编纂即反映了这一角力过程。鄂尔泰在编纂此集时旗帜鲜明地强调崇儒重道，
以“道统”的占有者自居，又反过来约束和引导汉族知识精英，颇有些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意
味。考虑到他是以“课士”为手段来完成对江南士人的 “教化”的，那么这一过程可被视作 “政治场
域”对“教育场域”的规范。从鄂尔泰在江南的实践来看，他借助对《南邦黎献集》的编纂，巧妙地
通过对儒家礼仪的规范和对书院风气的引导，将政治势力渗透到文化领域。而 “政治场域”与 “教育
场域”交锋的“次级场域”，一为孔庙，一为苏州紫阳书院。
鄂尔泰到达苏州的次日，恰逢丁祭②，他便效法雍正赴孔庙恭谒释奠。但他随即发现作为儒家士

子精神堡垒的孔庙，不但环境秽乱不堪， “蛛尘百斛，庙貌埋埃垢之中; 鼺粪千箕，腥秽闻宫墙之
外”③，而且祭仪不合礼制，杂乱无章，流于形式。凡此种种，不仅显示出地方官员塞责敷衍，也反映
出士子对祭孔仪式的严肃性与神圣性的无视。鄂尔泰敏锐地感觉到，除整顿吏治外，还可借 “肃丁
祭”来化导士子，进而占领这块思想阵地。毫无疑问，孔庙及祭孔仪式恰是儒家道统在制度层面的体
现，是“传统社会里政治与文化两股力量最耀眼的交点”④。如能将这一 “场域”纳入皇权的掌控之
中，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是大有裨益的。对此，雍正早有洞察:

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 礼制何以达? 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而为生民以来

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 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
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
君上也哉? 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 庞钟璐 《文庙祀典考》卷
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8 年版，第 12b叶)

作为一个务实的帝王，雍正在此上谕中对于帝王心机毫不掩饰，其推尊孔子的目的就是维护其统治。
观雍正一朝，他对孔子的推尊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宣称自幼即对孔子 “心切景仰”，即位后
即令追封孔子五世为王爵 ( 参见 《文庙祀典考》卷一，第 8a 叶) 。雍正二年，孔庙复祀林放等六人，
增祀黄幹等二十人，是唐代以后孔庙最大规模的增祀 ( 参见《文庙祀典考》卷一，第 9b 叶) 。雍正四
年 ( 1726) 八月，雍正更是做出惊人之举。他在赴孔庙释奠时跪献孔子，并发布上谕曰: “仪注内开、
奠帛、献爵，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将此谕众知之，尔衙
门可记载，嗣后照此遵行。”⑤ 无怪乎乾隆评价乃父“圣学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
一以贯之。隆礼先师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⑥。清朝统治者都明白，牢守儒家正
统，是合理化其统治的最大资本。因此，雍正表率于前，臣子们响应于后。《南邦黎献集》即是鄂尔
泰手中的舆论阵地，卷八就收录了多篇鄂尔泰所作之文，申明孔庙祭祀相关事宜之规范。例如 《丁祭
示有司及学官文》，他为整饬祭孔仪式，严厉申斥了地方官员尸位素餐的行为; 针对祭仪不合礼制之
处，申之以条约八项，从祭品等级、数额，与祭官员规范，乐舞仪程，日常管理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
《圣庙五王昭穆位次议》《圣庙历代明贤崇祀议》《祭圣庙五王文》诸文，皆针对规范与继承儒家道统
而发。鄂尔泰的这些举措，反映了雍正君臣的共识，即“‘治统’的承接必得倚 ‘道统’之传，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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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理上，同时在祭祀制度上确立”( 《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第 120 页) ，而为了最大程
度地显示自己对儒家礼仪正统性的继承，除了广泛刊布外，鄂尔泰还将这些教令收入 《南邦黎献集》，
立为典范，让士子传览学习，将官方意志传导到每一个读书人。可见他已认识到 “坚持正确地实施与
这些礼仪有关的制度是确保地方精英同朝廷行动一致的一种手段”①，而他俨然成为儒家思想在 “江
南”的主导者和代言人。
在对“教育场域”的规范和改造中，鄂尔泰同样重视对于书院这一 “次级场域”的渗透，努力将

其纳入到官方教育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发散地。虽然自元明以来，书院的官学化特征
越来越明显，但书院讲授“私学”的传统始终未曾断绝，甚至在晚明时期还出现了 “以讲学之故，致
干时君、时相之怒”② 的情形。书院裁量人物、干预政事的风气颇为清朝统治者所忌惮，因而如何去
消解书院对官方专制力量的冲击，也是清代统治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雍正即位之初即对书院的作用
充满狐疑，他认为“欲使士习端方，文风振起，必赖大臣督率所司，躬行实践，倡导于先”( 《〈清实
录〉科举史料汇编》，第 163 页) ，而“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可见其基本态度
还是依靠官方教育体系来教化臣民。直到雍正十一年 ( 1733 ) ，他通令全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并各
赐帑金千两。对于政策的转变，雍正解释道: “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
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
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 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到
了地方大吏对自己所作指导的响应，鄂尔泰、李卫、陈宏谋等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罗威
廉所指出的，他们在基层教育中“特别关心并积极参与管理的是儒家精英汇集并主导的书院，以及自
由空间较大的地方基层义学”④。由于书院的所有权有点模糊，鄂尔泰等人对于地方影响较大的书院以
官方赞助的形式加以控制，规定馆师和生徒的人选、考课的题目、膏火的数量等皆由官方决定，积极
促使“书院成为变相的官办学校”⑤。这些举措还是基于“教化为风俗之原，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
者，人才所从出，风俗所视以移易者也”⑥ 的基本共识。鄂尔泰在苏藩任上整葺苏州紫阳书院，训示
士子敦行崇实，于诸生厚加膏火，躬身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目的就是使书院教学目标同国家

教育目标相一致。除官方赞助外，鄂尔泰对于紫阳书院的运行还给予具体的指导: 他聘请朱熹后人
朱启昆为山长，对于书院的教学计划也亲自掌控，定期亲自去讲课并命题课士。通过这些途径，鄂
尔泰对书院施加了具体的影响，使书院的教学导向与自己的预期相一致。为了营造声势，以群体的
力量扩大其在 “教育场域”的影响力，鄂尔泰从课士之文中遴选符合其主张者并编选为 《南邦黎献
集》的行为，也是别具意义的活动。对鄂尔泰而言，此选本的编纂绝非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其根
本目的是以教化者的身份主导风气，以编纂选本作为手段，向为学者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价值

观，将 “南邦人士其得沐浴于圣天子教育之中”( 《南邦黎献集》“自序”) 的指归广为宣扬。鄂尔
泰身兼官员与老师两重身份，其所编选的作品便具有了为政权所承认的象征意义。因而 《南邦黎献
集》既是学官传授的标准，也是后学模拟的典范。鄂尔泰正是借由改造书院、编纂选本的方式，实
现了对 “教育场域”的整顿与引导，将自己崇尚实学的理念渗透到书院的日常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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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歌扬圣泽: 塑造盛世与政教合流

每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即占据 “正统”地位。清
初帝王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对追求“三代之治”的反复强调。这一方面是由于清代统治者以
“三代”为治理楷范，可直接将自身统治上溯到士人认可的制度传统; 另一方面则是清代统治者因自
己满人的身份，更须强调自身统治的优越性超越前代，甚至可与 “三代”圣王相媲美。康熙、雍正曾
多次提出“复三代”的构想，即是构建统治合法性之文化根基的举措之一。因此，清初诸帝都致力于
打造“圣君”形象，塑造“盛世”景象，正是为了证明清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其实，清初帝王 “复
三代”的理念，还隐含着他们促成 “道统”与 “治统”合一的愿望。因为 “三代”是 “治教合一”，
因此将“三代”与当代相提并论，恰好与清代统治者所期望的政教合流，剥夺士人以 “道”抗 “势”
之权利的目标相一致。细考这一过程，帝王倡导于上，臣工鼓扬于下，鄂尔泰等人便是积极的实践者。
《南邦黎献集》中“三代”“尧舜”“盛世”“圣哲”等词连篇累牍地出现，实不能简单地以 “颂
圣”视之，其在观念层面对士风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鄂尔泰等人在 《南邦黎献集》中塑造了雍正崇
文教、重民生、致祥瑞的“圣君”形象，甚至直呼雍正为尧舜复生，其论调显然是对帝王 “复三代”
理想的积极呼应。
首先，鄂尔泰以“祥瑞”来验明雍正是天命之主、帝舜之后身。雍正三年二月初二，发生了日月

同升和五星连珠的天文现象。这种现象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历来被视为嘉瑞，雍正帝也认为这是幸
事。鄂尔泰迅速响应，以此为题课士，为雍正广造声势。 《南邦黎献集》卷一收入鄂尔泰、姚培衷、
盛元光、倪承茂、周日藻、许其恕、孙宏纶、张进、施宾、蔡书升等十人所作的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赋》，胡鸣玉、倪承茂、曹基、翁冯渊等四人所作的 《重华协于帝赋》，接近所收赋作的半数，其典范
意义不言而喻。鄂尔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序》云:

合璧连珠，同聚一方，虽知其为非常之应，而三皇既邈，后世无闻。惟 《宋书》有之，曰帝
尧在位七十载，景星出翼，日月若合璧，五星如连珠，乃归功于舜。由此观之，岂非以二帝相继，
光华所萃，若合若连，与天同符之明验哉? ……我皇上以圣继圣，正如舜之绍尧，此重华复旦，
再见今兹矣。……圣祖仁皇帝神圣文武，广运无方，成功文章，巍焕已极，是千古以来又一尧也。
我皇上明目达聪，庶绩咸凝，光天之下，及于海隅，是千古以来又一舜也。是以太和之气上应天
心而征乎天象，岂偶然者哉! ( 《南邦黎献集》卷一，第 2a—2b叶)

祥瑞之兆历来被视作君主有德、政治清明的象征，所谓“治隆而道明”①。鄂尔泰以此难逢之嘉瑞，将
康熙、雍正比于尧、舜，可谓深得雍正之心。而直指 “三代”的叙述策略，也在无形中成为创作的导
向。鄂尔泰更借江南士子之口来形成舆论，如蔡书升 “圣人御极，溯景运于尧天; 帝德乘乾，焕苞符
于舜日”②，胡鸣玉“圣以继圣，群工瞻颙若于鹓行”③ 等言，皆将雍正比为 “三代圣王”，足见雍正
君臣塑造基层士人思想的轨迹。
其次，盛赞雍正深恤黎民之圣德，以为万世明君。雍正三年五月，下诏蠲免苏州、松江二府浮粮，

其中苏州府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江南之有浮粮始于明朝，此积弊延续至清代，“有粮无田，每
岁不能完纳，致百姓卖妻鬻子，而追呼不息，所在逃亡。此数百年相沿之累，苏，松为尤甚”( 《鄂尔
泰年谱》，第 16 页) 。至此，苏、松二府第一大疾苦被解决。鄂尔泰又抓住这一契机，大事宣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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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范《复先贤言子宅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 10a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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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鸣玉《重华协于帝赋》，《南邦黎献集》卷一，第 29b叶。



邦黎献集》卷三收录叶长扬、宋照所作 《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沈德潜、顾我锜、倪承茂所作 《圣
主得贤臣颂》，卷一四收录鄂尔泰、陈璋、杨绳武、夏慎枢所作 《纪恩诗》，皆是应鄂尔泰命题而作。
在其引导下，这些诗文极言明朝对 “江南”的严酷盘剥，如姚培衷云 “洪武以官田之租摊为民田之
税，而赋乃重。……此苏、松二府之浮粮为历久之苛政，而未能豁除一旦者也”①，叶长扬云 “惟兹浮
粮，昉于前代，地非加广，赋几逾倍，有明相沿，越三百载，民力几何，未免称贷”②。他们反复渲染
前明之苛政，是为了给清帝比肩唐虞正名，强化雍正 “仁君”“圣哲”的形象。诸如夏慎枢 “巍巍我
皇圣天子，超迈前代轶后王”③ 的诗句，鄂尔泰对周日藻和姚培衷所作之颂 “似三代颂词”“亦 《豳》
亦《雅》，似鲁似周，犹聆三代遗音”的评语，皆可作如是观。
此外，鄂尔泰还通过《南邦黎献集》积极呼应雍正“神道设教”的统治策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

性。在清朝诸帝中，雍正善用一种特殊的统治手段，即崇尚天人感应，借瑞兆以树立自己圣明帝王的
形象。雍正一朝，祥瑞层出不穷，雍正帝曾自豪地宣称本朝祥瑞 “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觏者，莫不备
臻而毕具”④。对于臣子奏报祥瑞，雍正也是屡加鼓励，郑重宣付史馆。其臣工之中，田文镜、鄂尔泰
最擅此术。鄂尔泰后来任云贵总督时，多次奏报云贵出现卿云、醴泉、嘉禾、瑞鹤等休征。但他所报
之祥瑞，并非简单地以报祯祥取悦皇帝，而 “大多系根据雍正统治需要编造”⑤。如雍正六年 ( 1728)
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当日，云南四府三县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卿云”的出现被视为天
子纯孝的表现，鄂尔泰特意在奏折中说那是 “皇上大孝格天”(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4
册，第 150 页) 所致。当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是谋父、逼母、弑兄的无道之君，民
间舆论哗然。鄂尔泰此时奏报“卿云”之祥瑞，实是出于政治动机。雍正为表感激，将云南官员加官
进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授三等男爵，可见雍正和鄂尔泰在运用 “祥瑞”手段巩固统治方面的
默契。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 “将献祥瑞宣示廷臣，宣付史馆，这是制造舆论，所以祥瑞、舆论、政治
三位一体。”⑥ 鄂尔泰通过《南邦黎献集》积极贯彻帝王自我神圣化的意图，反映了地方官员对于构建
雍正“圣王”形象的自觉性。而他借助“祥瑞”来制造舆论的手段，正是雍正以“神道设教”巩固其
统治的思想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引导下，士子们也逐渐成为了帝王意志的传扬者，如周日藻表
明自己作赋的动机为“道扬盛世，以垂方来，亦古所称报国恩惟在文章之意云”⑦，陆瀛龄认为 “夫歌
咏太平，导扬休美，可以信乎今而传乎后者，亦儒生事也”⑧，这些都证明了士子对鼓扬盛世的文学侍
从角色的自觉接受。杨念群认为 “清康、雍、乾三帝刻意打造 ‘圣君’形象，衔接 ‘治统’与 ‘道
统’的政治理念，无形中使二者会聚于‘皇权’制约之下，清帝不仅是‘治统’的拥有者，亦变成了
‘道统’的守护神”( 《清朝“文治”政策再研究》) 。黄进兴也指出清初帝王努力使政治势力延伸到文
化领域，主动介入思想与文化的传统，使“‘皇权’变成‘政治’与‘文化’运作的核心，而统治者
遂成为两项传统最终的权威”( 《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第 124 页) 。士林舆论与官方意识
的合流，在《南邦黎献集》中亦可见一斑。

·971·

《南邦黎献集》与鄂尔泰对江南文教格局的构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姚培衷《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南邦黎献集》卷三，第 6a叶。
叶长扬《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南邦黎献集》卷三，第 2b叶。
夏慎枢《皇恩蠲免浮粮恭纪四十韵》，《南邦黎献集》卷一四，第 8a叶。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 24 页。
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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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藻《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南邦黎献集》卷一，第 14a叶。
陆瀛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 2b叶。



四 宣化南邦: 鄂尔泰对江南文教格局的影响

鄂尔泰精明强干，雍正视其为股肱之臣。二人的君臣遇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鄂尔泰对雍正统治
理念的敏锐领会与积极实践。鄂尔泰在苏藩任上励精图治，使 《南邦黎献集》这一选本在政治、教育
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统合作用，将官方意识形态、特定的文学观念灌输给江南士子，以改造社会风气，
进而在社会结构的重构方面产生作用。其着眼点即在于 “这些教育行动符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同地
位的集团或阶级的物质和符号利益，它们总是有助于这些集团或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

从而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①，其终极目标始终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对于清代统治者而言，文
化教育的目的是使社会有序，使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稳定，而不是舞文弄墨、炫耀学问。
关于《南邦黎献集》对江南文教格局的影响，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鄂尔泰通过对紫阳书院与士子考课的影响，揭批宋明理学积弊，论经史、谈经济，对于三

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柳诒徵 《江苏书院志初稿》曾指出: “紫阳创于张伯行。
而盛于鄂尔泰。雍正初年，鄂尔泰为苏藩。访求才彦。召集省会。为春风亭会课。躬宴之于署斋。已
复留若干人肄业于书院。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 《南邦耆献
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此康熙以降书院之美谈也。”② 在 《( 同治)
苏州府志》所列紫阳书院掌院名单中，题名《南邦黎献集》者即有朱启昆、陈祖范、沈德潜等人，随
后书院又培养出了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等汉学家，皆是转移学风的关键人物。其实，雍正二年孔庙
复祀郑玄、范宁，即有重立“汉帜”之意，这一举措实已为考证学风预留伏笔。鄂尔泰在江南敏锐地
体察到帝王的意志，并付诸实践，终成一代学风转变之关捩。
第二，《南邦黎献集》既反映出清代统治阶级对江南文化的攀附与容受，又体现了鄂尔泰对江南

士人创作风气的引导。不可否认，鄂尔泰对于江南的 “文气”是充满歆羡的，但其在面对汉族士人最
擅长的文学传统时又是充满警惕的，避免被汉族知识精英的文化传统所同化，正如雍正所指出的: “我
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

之所长也。读书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读书而不能行，转不如不读书而能行也。本朝龙兴，混一
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以粉饰，而凡厥政务，悉吻合于古来圣帝明王之徽猷，并

无稍有不及之处，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
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 154 页) 故而 《南邦黎献集》一方面
承认、因袭 “江南”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强调、引导这一传统中为统治者所认可并对其有用
的部分。《南邦黎献集》中涉及江南地域文化的作品，多以颂扬乡贤、考订史迹为题，如 《先贤言子
传》《季札传》《阊阖门考》《分金墩辨》《吴中八表赞》《吴中六绝赞》等，而对于苏州地方最具文
学意味的文化名胜———虎丘、沧浪亭等却避而不谈。其隐含的导向即是淡化诗意的抒情而追求端正、
谨严的风格，鄂尔泰聚士子于其春风亭、慎时哉轩，别树一帜之意显矣。
第三，《南邦黎献集》选诗所确立的标准，反映了清代中期诗歌典雅化、缙绅化的变化趋向。前

已论及，鄂尔泰将诗歌置于选本最末，反映了他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对诗歌的定位。但其选诗数量众多，
加之此选本的示范意义，使其在诗歌体裁、题材与立意方面皆对士子施加影响。科举自宋代以来，即
以经义取士，而不试诗赋，但古学的复兴使清儒认识到，“诗歌，尤其是律诗，对借助文字音韵训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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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恢复古学面貌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①。清代统治者亦关注到诗歌在整饬士人精神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因而在乾隆二十二年 ( 1757) 诏试五言八韵诗，此后科考第二场以五言八韵诗取代诏、诰、表、判。
统治者认为“诗是一种忠于中央政府的象征行为。因此并仅因此，诗歌的撰写被用作进士考试中对未
来官员的一种考核手段”，这种手段可用来验证士子 “能够转化危险的个人趣味并因此具备服务国家
的条件”②。鄂尔泰在“江南”的实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的。此外，鄂尔泰在此选本中确立的 “斋
庄中正”“倡明教化”③ 的诗教标准，启清中期 “格调说”之先声。尤其是 《南邦黎献集》作为当时
有重要影响的选本，为沈德潜受知于乾隆提供了媒介。袁枚 《随园诗话》曾记载这一文坛掌故: “西
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刻《南邦黎献集》; 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得与其选。后此本进呈御览，沈之
受知，从此始也。”④ 沈德潜受鄂尔泰赏识、教导，才得以被乾隆识拔，此事深刻地影响了清中期诗坛
的走向。可以说，《南邦黎献集》是其日后显达的关键一环。
第四，鄂尔泰赴任江南后，具有与南邦文士 “争胜”的自觉意识，这一意识反映了满、汉文士在

“文学场域”的交锋。虽然雍正及鄂尔泰极力想要通过 “以质抑文”的策略来占据文化方面的主导权，
但他们都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鄂尔泰曾在奏折中透露出这一隐忧: “国家一统垂八十余
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
恨。”⑤ 因此鄂尔泰在江苏重视文教，躬身创作，其在 《南邦黎献集》中收入自己的作品 71 篇 ( 其中
诗 64 首，赋 1 篇，文 3 篇，议 2 篇，序 1 篇) ，居于各类之首，其标杆意义亦不容忽视，同时这也是
其“争胜”心态的体现。他迫切期望满族士人能够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改变世人对满人 “质鲁”的
印象。杨钟羲《雪桥诗话》中的相关记载颇耐人寻味: “鄂西林开藩吴下，尝以暮春集多士于春风亭，
为言: ‘自之官未宴一客，今具含桃竹芽，与诸君共赏清味，殆不忘做秀才咬菜故态也，且世俗几以
“书生”二字作谩人语。然二字意味，外人如何得知? 今又何须脱却耶’! 丹阳姜爽斋兆锡作诗四章纪
之。阿文成公谓: ‘公于吴禁奢汰，遏佚游，甚至厥口诅祝。不得已，以诗自鸣。论者又或以迂远目
之。’公尝有句云: ‘敢以迂疏闲略事，不将廉介巧谋身。’当时必有书生短公者。”⑥ 鄂尔泰性格方严、
不苟言笑，在江苏崇俭抑奢、整顿风俗，固然不为流俗所喜，但文中 “不得已，以诗自鸣” “当时必
有书生短公者”之句，可谓切中要害，反映出鄂尔泰极力为满人争胜却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鄂尔泰通过对《南邦黎献集》编纂过程的全面介入，既能发挥儒家在道德教化方面的

作用，“面向社会上层，让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自我完善，追求道统”⑦; 又可介入其他领域，引领学
风、塑造士风、改造民风，以构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结构。《南邦黎献集》正是立体透视雍正朝
“江南”文教秩序构建“过程”的标本，其影响与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侯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 《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
态》等。

(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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